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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是一个向市场经济渐进转轨的国家，使用假定体制不变的一些主流模型来计算中国经济增长，不
符合渐进转轨的国情。如何将体制因素内生和变量化，是经济学的一个难题。在方法上可尝试进行如下研究：

一是观察相关资源受计划行政干扰和市场机制配置的分布比率，以及其在非竞争和竞争性领域配置的不同效率

状态。二是观察土地作为不动产，禁止或者允许交易，价值流动通过率为 ０或 １，以及价格有还是无。将非竞
争和竞争性领域的分布和状态分别定义为扭曲值和标准值，以此形成渐进转轨二元体制经济的数理逻辑，并建

立联立模型，计算国民经济体制性剩余和体制结构变动形成的增长。研究基于历史数据进行了增长的分析和解

释，也仿真展望了未来体制改革释放增长潜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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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渐进转轨国家的经济计算难题

在经济体分类时，按照体制和发展程度不同，一般分为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国家，瞬时转轨和渐进转轨

国家，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模拟计算，有计划经济的实物或者价值的投入

产出表①，有市场经济的索洛模型②、凯恩斯主义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③、发展中国家经济刘易斯二元结构④

和乔根森经济增长模型⑤。这些经济计算的数理逻辑假定是体制既定和不变。也就是说，不将体制作为考虑影

响经济产出和增长的一个变化因素。而对于从计划向市场的瞬时体制转轨国家，三到五年的时间没有必要去

构建一个长期经济产出和增长的计算模型。然而，中国与瞬时转轨国家不同，是一个体制渐进转轨的经济体，

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２４年已经渐进转轨了 ４７年，估计完成一元计划行政体制到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再到未来完
成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轨总体上需要 ６０到 ７０年特长周期的时间。在这样长的一个阶段中，
体制不是既定不变，而是不断地发生计划向市场释放、市场体制扩大、计划与市场并存、二元体制胶着、部

分体制复归等变化。这些体制变化，无疑会影响国民经济供给—分配—需求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产出的增长。

因此，上述体制不变，仅以流动体变量、比例参数变量和价格状态变量等，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构建的

经济计算模型，并不能描述和刻画一个体制不断变动国家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状态。经济学家伍晓鹰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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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演讲中认为，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

中统计上可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现在还没有办法让制度变量直接加进来用以计算。① 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

家，通过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发生和存在的事实，用计量经济学因果验证的方法阐述和证明了制

度决定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全新视角的经济学规律。但是，没有将制度这个因素内生变量化。②

对于体制改革影响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虽然一些学者用专家改革权重打分法③、增长速度改革前后比

较法④等方法，分析了 １９７８年以来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属于主观判断和黑箱式的说明，不能
内生和科学地证明就是体制改革加速了经济增长。这就使得中国这样一个特长周期渐进转轨国家，其无法计

算体制变动对经济增长内生的影响，难以证明改革开放以来释放了内部被禁锢的生产力加速了经济的增长。

特别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国外大部分经济学家、研究机构和国际其他经济组织，使用以流动体、比例

和状态变量构成的各大主流模型对未来中国 １０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大部分结果认为会进入 ２ ５％到 ３ ５％的中
低速增长区间，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增长的趋势。一些学者运用索洛模型进行分析，也得出了中国经济增长率

会呈现逐步降低的判断。刘世锦⑤等指出，虽然广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

是近年来 ＴＦＰ 增长速度已经呈现了下滑趋势。Ｂａｒｒｏ⑥指出，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来拉动未来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最终还是会收敛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路径，而且增长率可能很快从 ８％回落到 ３％—４％。白重恩和
张琼⑦、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⑧与周天勇⑨均指出，在没有明显广义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放缓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黄泰岩和张仲瑏瑠也认为，在改

革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悲观情形下，中国 ２０２６—２０３０年和 ２０３１—２０３５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甚至更低，分别
只有 １ ８２％和 ２％。

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将未来中国经济还能够中高速增长的希望，着眼于创新 ＴＦＰ 水平的提高。比如，即使
未来要素投入产出贡献的增长率较低，如果创新 ＴＦＰ 对增长的贡献比重越高，就越容易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
长。瑏瑡 然而，ＴＦＰ 水平的提高及其对增长的贡献，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从中国 ＴＦＰ 变化看，创新体制改革，
包括总体改革力度较大时，其水平高，但力度减弱时低，甚至为负；进入 ２１世纪后，全球各大经济体的 ＴＦＰ
增长率呈缓慢的下降趋势，其中数量不少的国家到第二个 １０年时为负；从一般的规律看，当全球和本国经济
增长上行时，ＴＦＰ 增长率较高，反之，下行收缩时，增长率较低甚至为负。而琼斯对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欧洲和美
国 ＴＦＰ 增长的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投入的增长，并没有带来 ＴＦＰ 增长曲线向上向右的变动，其增长率平均在
０ ９％和 １％的区间波动。瑏瑢 菲斯佩奇对其评论说，ＴＦＰ 增长趋势是一条平缓的曲线。瑏瑣 因此，以提高 ＴＦＰ 水平
来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设想，其实现的概率很小。

此外，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四年，加征关税如果造成中国出口平均 ８％的负增长，出口增长占 ＧＤＰ 增长权
重若从 １８％继续下降，则会形成年平均 １ ５个百分点的负增长。而干预世界贸易中高技术水平的芯片向中国
产业链的供给，有可能使中国在创新 ＴＦＰ 贡献方面，损失 ０ ５％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中国在 ２０３５年初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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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代化，２０５０年建成一个中等发达水平的现代化国家，２０３５年前发展方面没有平均 ５ ５％左右的经济中高
速增长，这一任务和目标，不可能完成。从经济学基础的学理分析，渐进转轨国家一个重要的现实是体制在

不断地变动，体制是一个影响经济供给—分配—需求运行和产出的内生变量。计划和市场二元体制扭曲，形

成了大量闲置和低利用的生产要素，还有不能货币和财富化的土地房屋，也即大量的体制性剩余。未来经济

增长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如果大力度推进体制改革，释放被禁锢的体制性剩余，则会形成加速增长

的巨大推动力。因此，对于中美贸易、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外部冲击，除了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将增长损失

的严重程度尽可能地降低外，内部加大体制改革力度，释放国内潜能，对冲外部冲击，稳定经济增长，是我

们不得不选择的战略选项。中国经济学界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从中国渐进转轨这一国情出发，在数理逻

辑方面对其加以推导、证明和验证，形成经济计算科学的方法。用其对过去的增长奇迹加以解释，更重要的

是对未来的增长进行有依据的仿真预测，以此确定有针对性的体制改革方案，供实践参考和决策。

二、寻找体制内生变量的逻辑思路

中国是一个少有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渐进转轨型国家，长达 ４７年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给中国经济
学界提供了体制变化足够长的时段和重大的改革事件，也供给了丰富的改革案例和可观察的经济数据。这对

经济学理方面，试将体制变量化的研究，提供了中国经济独特的历史和实践条件。① 计划行政与市场二元并存

的国家，非竞争性的体制安排，阻碍了生产要素向高生产率领域的流动，致使投入生产的要素在生产加工环

节效率低下；而如自然资源土地、已经开发土地和建设的房屋，往往在法律上规定为不可交易没有价格的产

品，因而使国民经济失去了其市场化、货币化和财富化价值溢出的国民收入。而渐进转轨国家经济增长要素

投入额外的经济增长来源，一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使其生产率提高；二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原有无价

格的土地资源和房屋产品的货币化和财富化溢值。

从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生产力看，投入国民财富生产的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因此，安排在自然经

济系统上的体制因素，主要从输入端影响进入生产的流量，从加工生产环节影响输出端产出的流量。而对于

生产、分配和需求的各种计划和行政体制安排，实际是经济供给—分配—需求运行系统上的一种制度闸板和

开关，表现为对自然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流量流动的一种政府干预。

（一）体制闸板变量

渐进转轨国家，其从资源配置分布上讲，由于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体制并存，可分为前者干预的非

竞争性领域和后者调节的竞争领域。通过资源配置在不同领域的分布比例大小和生产效率及需求效用水平，

将前者和后者分别视为资源分布比例竞争性的标准值和非竞争性的扭曲值。

以此我们可以从生产、分配和需求的输入端，观察和发现影响资源分布的体制闸板变量及其面积。比如

在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选不对人口迁移管制的国家为竞争性领域，因有户籍管制和其他迁移阻碍体制将中

国场景视为非竞争性领域；再选择 ２０２３年与中国人均 ＧＤＰ 水平上下 ５０００美元的人口规模较大样本国家，加
权平均求出劳动力农业就业比例标准值为 ９ ５％，而中国户籍等体制影响的农业就业比例扭曲值为 ２６％，当年
总就业劳动力 ７４０４１万人。② 这样可以求出通过要素流量大小的体制闸板变量及其面积。从下列 （１）式求出
阻碍农村向城市人口迁移劳动力流量体制闸板变量的面积为 １２２１７万人 ／年。

其经济含义是由于资源输入端有体制闸板，使得一定的资源未能从非竞争性的低生产率领域，向竞争性

的高生产率领域流动配置。资源流入端体制安排固定闸板连续变量的公式为：

Ｓｐｒｔ ＝（ｙｒｔ－ｘｒｔ）×Ｔｆｒｔ （１）

Ｓｐｒｔ 为输入端体制闸板变量面积，ｙｒｔ 为市场竞争通过经济流量占总流量分布比例标准值，ｘｒｔ 为中国二元
体制扭曲通过经济流量占总流量分布比例扭曲值，Ｔｆｒｔ 为某一被利用资源经济流动总量。

而从渐进转轨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状态方面看，由于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体制并存，通过资源配置后

在不同领域生产加工效率高低的不同，将前者和后者分别视为资源利用竞争性的效率标准值和非竞争性的效

８４

①

②

参见彭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发展》，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２４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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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扭曲值。从系统和资源输入—生产加工—产品输出看，可能输入的流量没有受到体制的阻碍，但其生产加

工处在计划和行政干预的非竞争低生产率领域，这样我们可以求出产出端体制闸板变量及其面积。生产输出

端体制安排固定闸板连续变量的公式为：

Ｓｐｓｔ ＝Ｔｆｒｔ×（ｙｓｔ－ｘｓｔ）／ ｙｓｔ （２）

Ｓｐｓｔ 为输出端体制闸板变量面积，ｙｓｔ 为市场竞争领域生产加工资源利用效率状态标准值，ｘｓｔ 为市场竞争
领域生产加工资源利用效率状态扭曲值，Ｔｆｒｔ 为某一经济资源生产加工输入总量。比如 ２０２３年非金融国有企
业总资产为 ３４０万亿元，资产利润率为 １ ３６％①，而竞争性非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为 ４ ５％，以 （２）式计算，
生产输出端按照标准值应该输出但没有输出的产出流量，也即由非竞争性生产企业形成的资本流量闸板面积

为 ２３７万亿元 ／年。
（１）式和 （２）式中分布比例差值和效率状态差值，是体制安排的一种结果，但用其计算出来的经济运

行中一定时间内输入端生产要素未通过的流量面积，或者输出端未能生产和转换的供给和需求流量面积，按

照流体动力学的定理，在一定面积管道、一定流动速度和一定流动时间等条件下，因管道有闸板设置而未能

通过的流量，实际就是这一体制闸板的面积。

（二）体制开关变量

国内外经济学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面，忽视了中国作为渐进转轨经济体独有的一个特殊来源。在

土地房屋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旦原来没有价格的土地房屋进行交易，就发生从没有价格到市场价格的国民

收入溢值。中国现在土地资源配置体制总体上仍然是计划管理，除了有行政性一级垄断市场外，没有土地自

主开放的一级和二级市场。② 城乡用地基本上不允许自主交易，其中建设用地从无偿供给到有偿使用，形成了

一个扭曲的土地二元配置体系。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没有对土地配置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农村耕地林地承
包和宅基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城市、工矿、交通水利等用地，实行地方政府从农村集体低补偿征用，给用

地单位无偿划拨。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起，政府仍然从农村城郊集体征用土地，而对外商建设用地进行有偿协
议出让，随后除了对教育卫生、交通水利等公共用地进行无偿划拨供给外，对所有房地产、商业和工矿用地

进行协议有偿出让，进入 ２０世纪初陆续改革为在地方政府行政垄断市场上竞价出让体制。城市和农村土地禁
止农村集体和拥有土地的单位在市场上交易，形成了城市一部分建设用地政府市场垄断交易与大量的城乡土

地各类用地不允许和不能够交易的二元土地要素配置体制。

城镇住宅 １９９８年前为无偿分配，后改革为商品化购买，原来无偿分配的住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因
此，形成了土地和住宅市场经济运行的绝对体制安排，而且仅有 ０和 １，定义为差分开关变量。数理表达为：

ＳＷ＝ Ｉ（ω）＝ ０，禁止交易；１，允许交易C o （３）

ＳＷ为开关；Ｉ（ω）表示差分变量，禁止交易为扭曲值 ０；允许交易为标准值 １。
（３）式是一个管道或者全部关闭和或者全部打开的流量管控机制，潜在的土地房屋资产是一个存量，它

并不会在一年中全部被交易流动。体制开关变量的数值，打开就是让流量 １００％通过，关闭就是控制流量
１００％不通过。如果可以交易通过，则其存量的输出流量通过的横截面积，决定于当年的市场交易率。

从生产要素看，一是土地的价格替代弹性弱。建设用地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先有了一级双方协议出让价格，
进入 ２１世纪后对建设用地进行行政垄断的竞价出让，有了一级垄断市场出让价格。土地计划行政管理，以及
禁止或阻碍有土地用益物权的使用者擅自交易土地，基本上没有城乡各类土地的二级市场。因此，整个国民

经济，土地生产要素没有二级市场交易价格，也就谈不上与劳动和资本之间较为顺畅的相互替代，生产要素

之间无法最优组合。二是在计划行政干预的非竞争领域，生产要素价格没有弹性，要素之间不能替代和最优

组合。如非竞争性国有企业领域工资和利润价格没有弹性，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和优化配置。

就可以查到的有关统计数据看，２００９—２０２２ 年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资产平均利润率分别为 ２ １８％和

９４

①

②

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得出。数据来源见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ｇｋｍｌ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ｊｕ ／、
ｈｔｔｐ牶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１６５８２８５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和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ｑ ｈｔｍ牽ｍ＝ａｂｏｕｔｃｔｒｙｉｎｆｏ。
彭森主编：《要素市场化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第 ８４ 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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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０３％，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 ６８０５７元和 ４１３２６元。说明国有出资人忽视不同要素的投入产出消耗，并不以企
业效率为导向；企业职工冗员严重，并且工资定价偏高，工资成本侵蚀了企业资本利润。如果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国有出资人—国有企业—工作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和聘用关系正常，劳动和工资价格信号会使企业调

整劳动数量和工资水平，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使利润产出最大化。

（三）二元体制标准值与扭曲值的差值变量

体制差值变量，实际就是竞争性领域资源分布比例及使用效果和非竞争性领域资源分布比例及使用效果

之差。（１）式和 （２）式中的如劳动力农业就业比例、非金融企业资产利润率等标准值和扭曲值，国内可以
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获得，国外可以从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网站的数

据中获得。我们这里定义为规则性的标准值和扭曲值。还有一种是如国有行政、事业及企业劳动力和土地要

素，在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布比例和输出状态标准值和扭曲值，我们在常态性的国内外官网数据

库中无法获得，但它们又是计算国民经济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变量。对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领域的分布和状态

数据，需要通过用抽样调查和统计推断的方式获得，据其计算这些流量的体制闸板面积。我们将其定义为非

规则性标准值和扭曲值。

对于连续体制变量，无论是规则性的，还是非规则性的标准值和扭曲值，两者相减，即为生产要素和需

求潜能方面的体制扭曲性差值变量。

一般体制差值的算式为：

ｚ＝ｙ－ｘ （４）

ｚ为体制差值，ｙ为竞争领域体制比例或者效率效用标准值，ｘ为竞争领域体制效率效用状态扭曲值。
然而，由于在计划行政和市场调节体系中，土地房屋实际上是一个禁止和允许的二元结构，因此在土地

房屋竞争性和非竞争性领域分布和价格状态标准值和扭曲值，并不是连续变量，而是一对 ０和 １的绝对差分
变量，因此其差值，也是完全放开为 １和完全禁止为 ０。

从上述分布比例和效率效用状态的分析，可以求出竞争性领域标准值和非竞争领域扭曲值之间一般性的

体制差值，从生产要素流量方面，它代表了因计划行政体制的安排，未能流动配置的生产要素占总生产要素

的比例；而从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状态方面，它代表了与竞争性状态相比，计划行政安排的经济主体未能转

换出来的生产和需求流量。这一部分中阐述的是，作为经济运行系统的一种计划行政安排，我们可以从生产

要素及其产出流量，以及资产是否允许交易，发现影响资源输入分布和资源输出状态的可以量化并用以计算

的体制闸板和开关变量。发现体制变量，需要数学方法、经济学学理和物理学的思维方式，才能解决渐进转

轨经济分析中体制不能变量化这一难题。然而，各个不同的体制性闸板和开关变量，如劳动力、资本和土地，

并不是同质性的经济因素；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与作为资产溢值的土地和房屋，它们贡献经济增长的功能

也不相同；而投入产出、分配收入和支出需求的变量，各自运行的领域也有所区别。因此，这里笔者想说明

的只是体制可以变量化，但作为异质的内生闸板和开关变量，一定要与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布比

例变量及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状态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组合成计算模型，才能科学地计算体制

变动内生影响国民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的因果关系。

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样的流动实体变量不同的是，从法律规定以及国民经济统计的原则讲，体制性

的闸板和开关变量没有价格。在公开的信息和公众调查的抽样统计上，无法表达闸板和开关私下价格之间，

以及体制变量私下价格与流动实体变量透明价格之间的替代弹性，这也使差值变量影响经济分析的过程并不

复杂。然而，闸板和开关实际是一种经济活动中的计划及行政禁止和许可的功能。安排和使用闸板和开关的

权力者，可以将其在某种程度上交易给需要变通通过审批和许可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观地创造了给权力拥

有者诸多的寻租机会。具体实施的公务人员，有可能利用权力寻租，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因此，审批许可

在需要办理与提供办理之间存在着私下但不透明和不规则的价格。这导致国民经济增加值与收入分配之间，

可能会存在算不清楚的一些误差。王小鲁在统计核算和数额规模方面，对此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①

０５

① 王小鲁：《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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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数理逻辑

在确定体制变量后，需要明确变量之间的基本数学关系，包括定义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特征、估算

体制性剩余、区分不同类型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并改造生产函数，以及与宏观分配和需求模型相组合。通
过理清体制变量的数理组合关系，设计计算的逻辑顺序，从而实现对渐进转轨经济的模拟和刻画。

（一）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两个基础模型

从纯粹数理分析的变量分类看，一般是流动实体变量、参数变量和状态变量。通过对渐进转轨经济的计

算，相应地可划分出三类体制变量：一是闸板和开关固定实体变量，分别表示体制对经济流量阻碍的闸板面

积、打开或关闭；二是分布比例参数变量，表示资源与潜能在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分布的比例；三是

效率水平状态变量，用以表示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中各自的收入水平、价格高低、消费数量、投资规

模等特征。

１ 资源分布的比例与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

在渐进转轨经济中，体制作为一种外部安排作用于经济系统，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计划行政

干预下资源在竞争性领域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比例。这种比例更多取决于不同领域资源使用的生产效率和

需求效用的高低。

其数理供给和需求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关系式为：

Ｑ＝Ｒｅｓ×（ｙｒ－ｘｒ）×（ｙｐ－ｘｐ） （５）

其中，Ｑ为生产量、收入和需求，Ｒｅｓ为生产要素资源规模以及收入和需求的潜在规模；（ｙｒ－ｘｒ）表示生
产要素、收入和需求在市场竞争配置比例与计划行政配置比例间的差值；（ｙｐ－ｘｐ）则表示生产要素、收入和
需求在市场经济配置效率和水平与计划行政配置效率和水平间的差值。

（５）式的经济学含义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一是稀缺资源的分布方面，当计划行政体制闸板面积逐步
缩小时，淤积或者流动配置到非竞争领域的资源比例较小，流动到竞争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比例较大，市场

化竞争程度提高；反之，当计划行政体制闸板面积逐步扩大时，淤积或者流动配置到非竞争领域的资源比例

较大，流动到竞争性领域中的资源配置比例较小，资源配置市场化竞争程度降低。二是资源使用效果方面，

当计划行政干预程度逐步减弱时，市场激励功能增强，资源使用的生产效率和需求效用逐步提升，整个国民

经济的成本降低和盈利上升；而当计划行政干预程度逐步增强时，市场激励程度减弱，资源使用的生产效率

和需求效用下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上升和盈利下降。

２ 自然与产品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

渐进转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一个特有的场景是：土地和房屋存在着允许市场交易和禁止市场交易的二元

体制安排。当改革允许市场交易时，民法、商法、会计和统计等制度在某一个时点开始明确了其是具有市场

价值的资产。但是，允许市场交易并不意味着目前正在使用和居住的土地和房屋会同时发生集中和大规模的

交易，其交易率是一个长期的开始时边际上行，接着逐步平稳，再后来逐步下降的过程。

土地和房屋允许和放开市场交易后，其一旦发生实际的交易，完全不同于原有已经商品化土地房屋的年

价格上涨溢值，其资产的市场价值发生了零到当年市场价格的溢值。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对自然资

源和产品进行市场交易放开的改革，是其货币化和财富化的过程。货币化交易带来了国民收入的溢值。

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的关系式：

Ｑ０ ＝ＬＨ×ｒ×Ｉ（ω）ｒ×Ｐ×Ｉ（ω）ｐ （６）

其中，Ｑ０ 为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溢值额；ＬＨ 为土地或者房屋面积；ｒ 代表交易率；Ｉ（ω）ｒ 为允许交易
（即 １）或者不允许交易 （即 ０）；Ｉ（ω）ｐ 为允许交易存在价格或者为不允许交易不存在价格；Ｐ为土地或者房
屋的价格。

（６）式的经济学的含义可以概括如下：首先，土地和房屋的市场化改革赋予了地理位置固定、无法流动
的土地房屋以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流动性。与可移动的劳动力不同，土地和房屋在物理空间上缺乏流动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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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经济学含义上，如果是计划和行政管理体制，开关是关闭的，土地房屋既不能进行市场交易，也不能

作为资产，在计划和产品经济运行中，土地和房屋是没有价格的固定实物，无法作为流体而流动；如果是市

场经济，土地房屋能够市场交易、可以定价和成为资产，其价值流动的开关是打开的。在此场景中，土地房

屋实物 ／计划分配体制，如果对其实行市场化改革，则变成了土地房屋 ／货币替代交易配置机制。之后通过每
年一定比例的交易率和一定水平的价格，虽然土地和房屋是固定的，流动体货币流量与土地房屋实物价值流

量实现了相互转化，不动产在不同使用者中和不同使用领域，实现了互换和配置。

其次，土地房屋从无价格到发生交易时升至市场价格的溢值。从微观视角可知，投资者对其需要支付购

买土地和房屋的费用，而卖出者则获得了原无价格土地房屋升至市场价格水平的收入。从宏观国民经济核算

的角度，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计算的生产增加值和国民收入需要相互平衡。在宏观层面，通过一定的交

易率和价格水平，形成了基于收入法计算的国民收入。尽管这些收入并非通过生产直接创造，但随着市场交

易的放开，土地房屋的货币化和资产化使其发生了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它是一种渐进转轨经济二元体制市

场化方向变动中，生产活动以外产生的特有余值，应当计入收入法的 ＧＤＰ 核算之中。①

（二）转轨国家的体制性剩余

体制性剩余是在国民经济中由于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的扭曲，从而导致体制内的生产要素、潜在资产和

潜在需求能力被禁锢的部分。在体制不变或者体制复归变动场景，其表现形式是生产要素、土地房屋资源和

需求能力的浪费、闲置、低利用；在体制正向变动场景中则表现为改革缩小体制挡板和打开开关释放剩余，

成为增加产出和财富的增长潜能。

从经济学方面，最早提出经济剩余概念的是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保罗·巴兰。他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自

然环境和技术条件下，借助可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的产出与可能的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即为潜在的经

济剩余。② 马歇尔在分析微观经济领域内消费者行为时提出了消费者剩余，其为购买商品时消费者愿意为某物

所支付的价格与它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③ 刘易斯在其发展经济学体系中，提出农业国家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结

构性剩余劳动力，即在一个工业部门劳动工资水平线上，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有无限剩余的劳动力供给。④

从国民经济运行和产出的动力因素看，与发展中国家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有所不同。按逻辑分类，供给方

面包括生产中的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体制性剩余要素，财富方面则表现为土地和房屋资产未被释放的潜在溢

值；需求方面则表现在体制性扭曲禁锢的居民消费、民间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和出口等潜在的需求。从国民

经济运行和产出的结果看，通过体制改革，体制性剩余的生产要素和需求潜能得以释放，从而形成价值增值

和财富积累。总之，经济剩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源泉。

除了渐进转轨特点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刘易斯二元结构经济理论，农业部门有无限剩余

的劳动力。那么，如何区分中国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按照发展中国家低水平值和发达国

家标准值衡量，２０２２年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与中国人均 ＧＤＰ 水平相当 （上下 ５０００美元范围）的其他发展中
国家，其加权平均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的比例为 １０％，而发达国家为 ３％⑤，相减与中国发展水平
相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比例为 ７％。

中国是一个体制与结构双重二元转型的国家。因此，需要从学理上将体制性剩余和结构性剩余分解和区

别，并加以计算。根据 ２０２２年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例为 ２６％，与发展水
平相当国家的标准值 １０％相比，差值为 １６％。这一差值应定义为由于转移人口户籍、子女教育、医疗、居住
和养老等计划行政安排的扭曲禁锢体制剩余劳动力的比例。而与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例值 ３％相比，中国 ２０２２
年的差值为 ２３％。在此基础上，减去与同发展水平国家体制剩余农业就业比例差值 １６％，得到中国结构性剩
余劳动力就业比例为 ７％，这一比例与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差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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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李静萍：《关于中国城市土地交易核算方法的探讨》，《统计研究》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
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
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ｈｔｔｐｓ牶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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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制不变的低速自然经济增长

自然经济增长，即不干预经济运行系统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状态下，自然经济增长一般等于

潜在经济增长。潜在增长速度为：在经济系统充分利用资源并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能达

到的最大速度。一般来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表达没有政府干预自然状态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而形

成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在市场经济中，也会出现居民愿意持有货币而消费意愿下降以及投资者倾向储蓄而投

资意愿减弱的现象。这就导致经济系统中的货币流动性不足，从而造成供给大于需求，进而使得实际或自然

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在渐进转轨经济中，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是体制不变的增长速度。因其增长的一部分动能依赖于被体制禁

锢剩余的释放，因此体制不变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而当体制发生变化时，则有两种

增长结果，一是体制向改革释放增长潜能的市场化方面变动，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高于体制不变的自然经

济增长速度；二是体制向更加禁锢生产要素和抑制财富溢值的计划行政管制方面变化，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将

会更加低于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在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时，从不同体制的经济体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主

要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向经济系统注入流动性，从而在经济增长下行时，扩大总

需求，抹平经济收缩周期，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恢复到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水平上。而渐进转轨国家，抹

平经济下行周期，除了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辅助之外，还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一是通

过改革释放体制禁锢的工作岗位，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加政府民生支出，从而增强居民消

费需求；二是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改善营商环境，扩大竞争性企业的投资需求；三是进一步与国际经济体制

接轨，优化对外经济顺畅循环中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通过扩大开放，稳住并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提高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例，从而增强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四）渐进转轨改革 ＴＦＰ 与创新 ＴＦＰ
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文献关于 ＴＦＰ 来源的解释，首位是技术进步，包括知识进展、技术研发应用，

还有生产工艺、设备等方面的创新；其次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专业化分工；再次是组织创新，包括公司组

织结构的优化等。① 实际上，这样的定义，逻辑上基于体制是市场经济和体制不变的假定。这与中国非竞争和

非市场化领域中的低效率和财富抑制，以及体制改革会提高生产率的实际国情并不相符。

这部分讨论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两个基础模型，旨在从经济学理上找出分解改革 ＴＦＰ 的数理逻辑和方
法。中国 ＴＦＰ 水平的提高，不仅来源于现代经济学已有的定义，还来自以下两个方面：（１）市场化配置改革
释放体制性剩余，提高要素投入的生产率。其内在的机理是，资源利用比例方面，改革促使劳动、资本和土

地等生产要素，从体制性剩余的非竞争性领域向竞争性领域流动，而竞争性领域效率要比非竞争性领域高，

获得生产率提高的增加值。（２）前面已述的原来无价格土地房屋资源体制上放开和允许市场交易，其一旦交
易则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财富溢值。

一些学者和管理者们以为，只要有政府计划管理和指导下的行政教育、知识积累、研发投入、专利发明

和技术产品化等，就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创新 ＴＦＰ 水平。② 实际上，教育、研发和新产业等体制从计划行政向
着观念开放、包容失败、创新专注和向市场选择的方向改革，才能形成支撑创新人才培养、技术发明和新技

术产业化的经济社会机制。因此，创新 ＴＦＰ 水平的高低，也取决于教育、科技以及企业等方面的计划行政体
制是否向社会化和市场化方向转型。

从中国 １９７８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发现，一方面，当企业制度、人口迁移和市场配置等整体改革的
力度较大时，创新 ＴＦＰ 增长的速度加快；而整体改革的力度边际递减时，创新 ＴＦＰ 增长的速度放慢。机理在
于企业组织得到优化、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得以深化和竞争主体分布结构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在经济景气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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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石枕：《怎样理解和计算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评一个具体技术经济问题的计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８８年第
１２期。
孙坤：《地方政府要在科技创新中勇挑重担》，《人民政协报》２０２４年 ７月 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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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较高时，创新 ＴＦＰ水平上升；而在经济下行和增长速度放缓时，创新 ＴＦＰ 水平则下降。其原因在于经济上
行时，创新人才和技术装备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而经济下行时，出现其闲置率上升和利用率下降的情况。

当然，ＴＦＰ 的提高也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关。鲍莫尔认为，在工业化过程中，物质生产时代的专业
化分工和大规模化生产，提高了生产率。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后，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相比

工业部门，服务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率水平较低。然而，随着工资上涨，劳动成本逐步增加，造

成 ＴＦＰ 水平的下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①

从人均 ＧＤＰ 水平、城市化率和农业就业比例，以及农村户籍人口分享工业化成果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
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经济结构的变化看，服务业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从经济景气的角度

分析，国内人口的老龄化、国际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都加大了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因此，未

来 １０年创新 ＴＦＰ 对中国经济贡献的增长率，可能维持在 ０ ３％到 ０ ６％之间。
渐进转轨经济全部 ＴＦＰ 包括：市场化配置 ＴＦＰ、土地房屋资产化溢值 ＴＦＰ 和创新 ＴＦＰ。具体公式如下

所示：

Ｔｔ ＝Ｔｉ＋Ｔｃ＋Ｔｏ （７）

Ｔｔ 为全部 ＴＦＰ，Ｔｉ 为教育积累、技术研发和新技术产业化获得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ｃ 为要素市场化配置全
要素生产率，Ｔｏ 为土地房屋资产化交易财富溢值全要素生产率。

（五）体制禁锢的国民经济产出损失

计划行政管理和干预的非竞争性领域，其效率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在渐进转轨经济中，因体制扭曲

程度不同，其总资源在竞争和非竞争性领域的分布比例也有所差异，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决定着总国民经

济收入的损失。计划行政管理的非竞争性体制扭曲，由于低效率生产和土地禁止交易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

财富，在 ２０２３年总计造成了国民经济 ３０１１２２亿元的产出损失。
在上述两个假定和一个运算方法的前提下，我们用渐进转轨经济第一个基本模型及其有关数理关系计算，

得出 ２０２３年因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扭曲损失的生产增加值为 ２７６７６５亿元。（１）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 １２７２７万人，
乘以按照当年劳动产出系数 ４７ ０２％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得出劳动投入产出损失的增加值为 １０１８７８亿元。（２）体
制性剩余资产 ２７５００６７亿元，资本产出系数为 ２６ ２９％，资本投入产出损失的增加值为 １０８１０６亿元。（３）体制性
剩余土地规模为 １３７８７万亩，土地产出系数为 ２６ ２９％，土地要素投入产出损失的增加值为 ６６７８１亿元。

我们基于本文中渐进转轨经济第二个基本模型 （６）式及其有关数理关系，进而计算 ２０２３年全国土地总
资产达 ７４０８４６２亿元；因土地禁止和不能交易，损失 ２４３５７亿元国民收入。其中，除去不可交易建设用地部
分，可交易建设用地在 ５３０００万亩左右，按照影子价格 ６０万元 ／亩计算，其价值为 ３１８００００亿元。如果放开交
易市场，假定交易率为 ５％，可获得 １５９００亿元资产溢值；农业林地、园地、草地和耕地共计 ８４５６９２万亩，同
样按照影子价格 ５万元 ／亩计算其价值为 ４２２８４６２万亿元，如果放开市场，交易率为 ３％，可获得 ８４５７亿元资
产溢值。

四、构建渐进转轨经济的联立仿真系统

渐进转轨经济的数理逻辑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用于观察体制变动如何影响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的

计算系统。尽管体制可以变量化，从而将其变动对国民经济供给—分配—需求的产出和增长的内生影响进行

量化，但改革本质上是解除体制禁锢和释放体制剩余的行动。通过体制内生变量，我们可以计算并明确体制

剩余的规模和分布。然而，是否推进改革、改革哪些体制、改革是齐头并进还是分步实施、改革力度如何以

及由谁来推动改革，这些都取决于人们的选择、规划、决策和行动。换句话说，现有体制是人们过去选择和

建设的结果；当发现体制对国民经济效率、溢值、产出和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时，对其进行调整和改革也是人

们进一步筹划和行动的体现。因此，这一模型也是一种能够对不同改革力度、领域和组合方案进行仿真测试

的数理工具，为理解体制改革对经济运行、产出和增长的不同影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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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在增长计算：回归古典生产函数

转轨经济增长机理的研究不仅旨在解释过去的经济现象，更重要的是应对未来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

压力，探索通过体制改革释放经济潜能的方法，从而将经济增长保持在中高速水平。本部分讨论的 （８）式
不同于自然经济增长的对数函数模型，其主要用于仿真预测未来长期内，通过体制改革释放的潜能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一方面，目前尚未定价的土地若开放市场交易，其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成为增长的动能；另一

方面，通过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可以显著提高其生产率，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经典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由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生产，其价

值增值分别对应工资、利润和地租。然而，在现代经济学计算模型中，土地要素往往被剔除，其原因主要有

两点：一是土地面积在一国范围内是固定的，在土地开发成熟的国家，土地供给呈常数，对应一条垂直的供

给曲线；二是土地主要用于农业，而随着经济发展，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农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的比例逐渐降
低，直至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国家，在非竞争性领域存在大量闲置、浪费和

低效利用的土地，即所谓的体制性剩余土地。通过市场化改革，将计划行政分配和管理的土地交由市场配置，

可以盘活这些体制性剩余土地，使其重新进入生产领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其次，中国作为一

个国土面积位居世界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已开发利用的土地比例仍然较低，土地开发利用水平不高。通过工

程调水等技术手段，可增加可利用土地面积，特别是建设用地，从而使土地供给曲线向上向右移动，进一步

释放土地要素的经济潜力，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体制性剩余要素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生产率，以及土地资产化改革获得货币化和财富化溢值，其贡献新

经济增长速度的公式为：

ｄＧｔ ／ Ｇｔ－１ ＝｛（ＡＬ×Ｒ×Ｐ）×Ｉ（ω）｝ｔ ／ Ａｔ－１
＋ａ× Ｗ×ｚＷｃ×ｍp y ｔ ／ Ｗｔ－１
＋ｂ１× Ｋ×ｚＫｃ×ｍp y ｔ ／ Ｋｔ－１
＋ｃ１× ｄＬ＋Ｌ×ｚＬｃ×ｍp y ｔ ／ Ｌｔ－１

（８）

ｄＧｔ ／ Ｇｔ－１ 为由未来供给侧体制改革获得的 ＧＤＰ 增长；ＡＬ为未来资产化的土地总面积；Ｒ为资产化建设用
地交易率；Ｐ为城乡建设用地影子价格；Ｉ（ω）为 ０或者 １；Ｗ为总就业劳动力；Ｋ为非金融企业总资产；Ｌ为
总建设用地面积；ｄＬ调水新增建设用地年增量 ｚＷ 为劳动力配置体制差值，ｚＫ 为资本配置体制差值，ｚＬ 为土地
配置体制差值；ｍｉ 为对应项的体制剩余生产要素分摊系数，ｉ＝１，２，３，…，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产出系数 ａ、
ｂ１、ｃ１，ａ＋ｂ１＋ｃ１ ＝ １；Ｚｃ 是准备改革前一年的体制扭曲差值，下标 ｃ，表示 Ｚ在未来的若干年变动中是一个常
数，被改革所分摊 ［后面 （９）式同理］。

（二）需求侧的体制改革与均衡增长潜能

自 １９７８年以来，改革开放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了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在有效率的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的轻工业品供给支持下，中国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初步转型，

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然而，进入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中国经济逐步进入重化
工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尽管国有企业效率普遍较低，但其更适应竞争性较弱的上游产业，如原材料和装

备制造业。加之政府通过财政投资和信贷导向，优先向国有企业投入，使得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从生产

角度看，ＧＤＰ 中生产资料的比重逐步上升，而消费品的比重逐步下降；从分配角度看，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
逐渐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例则不断提高；从需求角度看，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而政府和企

业投资需求则显著上升。这一阶段，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虽然偏低，但还是处在
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上。

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点。从 ＧＤＰ 的生产内容来看，
地方政府通过依赖巨额土地财政和大规模债务，包括中央投资，推动了区域、城镇和乡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内容包括街区、楼宇、场馆以及交通和水利工程。同时，土地供应被地方行政垄断并通过单一渠道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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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则由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并单一渠道销售，为城镇居民以及迁移至县城的农村居民提供居所。然而，从

收入分配及其流动的角度分析，这一模式带来了显著的不均衡：低补偿征地减少了农村和城郊居民的收入，

而高房价进一步转移了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导致居民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例进一步下降。随之而来的是居民
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逐步下滑，消费市场需求持续不足。同时，上游生产资料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交通和其他
公共设施也面临利用率不足的问题。居民收入水平低和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增长速

度下行的重要原因。

分配环节和需求领域中也存在市场经济下的标准制和计划行政干预体制的扭曲值。具体而言，２０２３年收
入分配占 ＧＤＰ 比例方面，中国居民收入比为 ４３％，政府收入比 （包括一些乱收费等隐性收入）为 ３３％；而成
熟现代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居民收入比为 ６０％左右，与中国同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比例为 ２８％左右。
国内需求占 ＧＤＰ 比例方面，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为 ２９％，政府向居民民生转移支出占比 ７ ７％，非国有投
资占比 ５０％；而市场经济国家，居民消费占比在 ７０％左右，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政府民生转移支出占比
２０％，非国有投资占比 ８０％以上。外部需求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占 ＧＤＰ 比例，世界
平均水平为 ０ ７％，与中国人均 ＧＤＰ 水平相近发展中人口规模较大国家为 ３ ３％，中国为 ０ ２％；货物出口占
ＧＤＰ 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 ２２ ５７％，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为 ３３％，中国为 １８ ８％。①

从宏观经济方面，本文采取了生产函数模型、总量分配模型和凯恩斯宏观需求模型动态联立的方式，观

察从供给到分配，再从分配到需求的宏观经济流动、循环和平衡。据此动态体制结构性的流程，笔者假定体

制不变为自然经济增长，将体制不变供给、分配和需求的流动体变量部分，与体制变动影响的生产率、财富

溢值、收入提高和需求潜能相加和联立，建立了以下供给—分配—需求联立计算系统，见 （９）式。

ｄＧｔ
Ｇｔ－１
＝｛ｄＡ＋（ＡＬ×Ｒ×Ｐ）ｉ×Ｉ（ω）｝ｔ ／ Ａｔ－１＋ａ× ｄＷ＋ Ｗ×（ｚＷｃ×ｍｒ）r i ｉC o ｔ ／ Ｗｔ－１

＋ ｂ×ｄＫ＋ｂ１×Ｋ×（ｚＫｃ×ｍｒ）C o ｔ ／ Ｋｔ－１＋ ｃ×ｄＬ＋ｃ１×ｄＬｄ ＋Ｌ×（ｚＬｃ×ｍｒ）C o ｔ ／ Ｌｔ－１
＝ａａ× ｄＦＩ＋ＦＩ×（ｚｆｉｔｃ×ｍｒ）C o ｔ ／ Ｇｔ－１＋ｂａ× ｄＣＩ＋ＣＩ×（ｚｃｉｒｃ×ｍｒ）C o ｔ ／ Ｇｔ－１
＋ｃａ× ［ｄＧＩ＋ＧＩ×（ｚｇｉｒｃ×ｍｒ）］＋［ｄＦＤＩ＋ＦＤＩ×（ｚｅｘｒｃ×ｍｒ）］＋［ｄＯＤＩ＋ＯＤＩ×（ｚｉｍｃ×ｍｒ）］C o ｔ ／ Ｇｔ－１
＝ａｄ × ｄＣＯｆ＋ＣＯｆ×（ｚｆｃｃ×ｍｒ）r i ＋ ｄＣＯｇ＋ＣＯｇ×（ｚｇｃｃ×ｍｒ）r iC o ｔ ／ Ｇｔ－１
＋ｂｄ× ｄＩＴｇ＋ＩＴｇ×（ｚｇｉｃ×ｍｒ）r i ＋ ｄＩＴｐ＋ＩＴｐ×（ｚｐｉｃ×ｍｒ）r iC o ｔ ／ Ｇｔ－１
＋ｃｄ× ｄＥＸ＋ＥＸ×（ｚｅｘｃ×ｍｒ）r i ＋ ｄＩＭ＋ＩＭ×（ｚｉｍｃ×ｍｒ）r iC o ｔ ／ Ｇｔ－１

（９）

ｄＧｔ ／ Ｇｔ－１ 为 ＧＤＰ增长，ｄＡ为创新 ＴＦＰ增量，ｄＷ为自然增量劳动力，ｄＫ为自然增量资本，ｄＬ 为自然增
量土地，ｄＬｄ 为工程调水新开发土地，Ａ为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ＡＬ 为资产化改革的项目；Ｗ 为劳动力，Ｋ
为资本，Ｌ为土地，ａ和 ｂ是体制不变自然投入时的劳动和资本产出系数，相加为 １００％；ａ、ｂ１ 和 ｃ１ 是劳动、
资本和土地市场化改革时的投入产出系数，相加为 １００％；ｄＦＩ 和 Ｉ 为居民自然新增收入和居民总收入，ｄＣＩ
和 ＣＩ为企业自然新增收入和企业总收入，ｄＧＩ和 ＧＩ为政府自然新增收入和政府总收入；ｄＣＯｆ 和 ＣＯｆ 为居民
自然新增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总支出，ｄＣＯｇ 和 ＣＯｇ 为自然政府新增转移民生支出和政府转移民生总支出，
ｄＩＴｇ 和 ＩＴｇ 为国有自然新增投资和国有总投资，ｄＩＴｐ 和 ＩＴｐ 为民间自然新增投资和民间总投资，ｄＦＤＩ 和 ＦＤＩ
是国际直接投资新增额与国际直接投资总额，ｄＯＤＩ和 ＯＤＩ是对外直接投资新增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ｄＥＸ
和 ＥＸ为出口自然新增额与总出口额，ｄＩＭ和 ＩＭ为进口自然增长额与进口总额，分配环节和需求领域式中的
ａａ、ｂａ 和 ｃａ 分别为居民、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相加为 １００％；ａｄ、ｂｄ 和 ｃｄ 分别为需
求侧投资、消费和出口各自占 ＧＤＰ的比例，相加为 １００％；Ｉ（ω）为开关差分变量 １或者 ０，ｚ 为各项目差值，
其乘以各对应项目为体制性剩余或者潜能，ｍｉ 是体制改革对剩余和潜能的年度分摊强度，其总和为 １００％。

（９）式构成了一个整体计算系统，其中部分一级变量通过二级变量的计算汇总得出。在供给侧，市场化

６５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ＯＥＣＤ 组织、国家统计局等网站，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ｈｔｍｌ 和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ｑ ｈｔｍ牽ｍ＝ａｂｏｕｔｃｔｒｙｉｎｆ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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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与土地资产化溢值的实现中，农业用地包括可交易的园地、林地、草地及耕地，而建设用地则涵盖可交

易的农村宅基地、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工矿用地以及城镇的工商、事业与居民用地。体制性剩余劳动要素则

包括农业领域中的过剩劳动力、国有行政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的冗员，以及非正式灵活就业率过高所导致的低

效率劳动力。分配环节，主要表现为土地交易收入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流动扭曲，城镇高房价对居民收

入的转移，政府税收、非税收入及社保缴费在 ＧＤＰ 中占比的变化。需求侧，主要包括高房价及房贷对消费的
挤出效应，政府民生支出比例过低的影响；同时，还有国有与民间投资的 ＧＤＰ 占比变化。这一切，影响着国
内居民就业、收入支出及消费品生产供给的循环。最后，ＧＤＰ 中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占比的变动，则影响总
需求的强弱。计算的二级模型，因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再细述。

五、计算与验证

目前我们所构建的 （９）式供给—分配—需求联立模型计算系统，不仅能够刻画渐进转轨国家体制内在
影响下的经济增长状态，更重要的功能是作为一个内生冲击模型，用于评估某项改革对产出和增长的内生推

动力。尽管在非竞争领域中存在诸多僵化的结构性限制和缺乏替代性，但市场改革的推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促成交叉和替代效应，还能够估算体制性剩余，我们能够对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市场化及土地资产化改革

的不同组合进行量化分析。通过综合考虑供给、分配及需求环节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可以大致估算不同体制

改革方案的设计及其实施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贡献。

（一）一些假定和计算的考虑

笔者主持的团队在上述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假定体制不变的 ｚ为零，视其为渐进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
长。团队进一步计算和定义体制禁锢要素和抑制财富化带来的产出损失，同时提出并定义和推算了 “体制性

剩余”，将其视为未来增长的巨额潜能。在二元体制经济的计算中，通常会遇到诸多差值变量，如前述的

（ｙｒ－ｘｒ）和（ｙｐ－ｘｐ）。如果尝试建立一个供给—分配—需求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联立模型系统，这将变得非
常庞大且复杂。大多情况下，变量越多越细，运算的复杂度越高，反而可能导致结果的准确性降低。

差值变量 ｚ在模型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作为核心变量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非竞争领域中由计划行政干预
所形成的扭曲值 ｚ的观察。通过分析 ｚ的内生变动对国民经济供给—分配—需求系统运行及产出增长的影响，
可以揭示体制变动对经济的推动机制。具体而言，ｚ 的缩小意味着改革放宽了体制的限制，相当于缩小了
“闸板”的面积，从而促进了输入或产出的流量增加；若 ｚ保持不变，则表明体制未发生变化，闸板的面积维
持原状，导致输入或产出的流动增量部分为零；而 ｚ的扩大则表明体制未变但闸板的面积增大，进而导致输
入或产出的流量减少。

假设非竞争领域和计划行政干预对经济的禁锢作用，我们定义并集中观察绝对剩余。在本文中，通过

（５）式和 （６）式的推导，我们可以计算相对剩余。具体而言，农业领域的就业分布差值部分劳动力，尽管
他们在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但仍然对生产有所贡献。然而，假如这些劳动力

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从而弥补这些劳动力在农业领域与工业和服务

业领域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基于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假设，通过分布差值计算的体制性剩余生产要素，在未

能转化为生产性投入的情况下，实际上属于被体制所禁锢的绝对剩余。

在进行未来仿真预测时，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大规模体制改革的历史冲击，分析其所形
成的三次增长曲线，并据此推算未来各年增长率与改革强度之间的分摊关系。或者，可以改造一般动态均衡

（ＤＳＧＥ）模型，进一步探讨改革内生对稳态冲击的非线性变化，特别是观察增长曲线呈现的倒 Ｖ型态势。之
所以如此分析，是因为在核算渐进转轨经济增长的历史时，输入数据本身呈现非线性冲击状特征。然而，对

于未来，非线性冲击的具体形式尚不可预知。因此，研究者通常采取回归模拟方法，借鉴历史数据，或者采

用 ＤＳＧＥ内生冲击法，观察这些冲击如何影响稳态结果。
（二）增长奇迹的核算解释和流程评论

对中国改革内生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历史核算，与 （８）式和 （９）式的计算方式有所不同。首先，土地
缺乏二级交易市场，未通过市场化配置盘活土地生产要素，因此土地要素的体制性变量变动为零，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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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其次，尽管存在各种标准值和差值，改革过程本质上是扭曲值乘以边际变动的过程。然而，如果将分

配环节和需求侧与供给侧联立分析，会发现收入和消费在改革过程中逐步释放，并在后期出现扭曲。

从 １９７８年到 ２０１０年，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１０ ０２％。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自然投入贡献了 ６ ９％
的经济增长。改革和创新方面，具体贡献如下：（１）农业劳动力流向工商业，提高了生产率，城镇单位职工
工作效率提升，合计贡献了 ０ ３６％的经济增长；（２）非国有资本在非金融企业中的占比下降，资本配置生产
率提高，贡献了 １ ５１％的经济增长；（３）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产生的资产溢值，平均贡献了
０ ４８％的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４）１９７８年对外开放引入了技术、管理经验及技术装备，
同时教育正规化提升了就业青年的劳动素质，这一时期的创新 ＴＦＰ 贡献了 １ ０８％的经济增长。从笔者主持开
发的渐进转轨经济供给—分配—需求运算系统 ［（９）式］模拟仿真观察，在供给增长来源分解的基础上，下
面分阶段的分配环节和需求端整个国民经济的动态流动循环螺旋式变动解释如下 （图 １）：

图 １　 居民政府企业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变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ｅａｓｙｑｕｅｒｙ ｈｔｍ牽ｃｎ＝Ｃ０１。

从这一阶段的各个时期看，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 ２２％。增长来源于一系列改革措施的
实施：改革初期从农村开始，农户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民就业，农村城镇

集贸市场兴起，后期进一步放开农民进城务工政策，显著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城市方面，改革措施扩大了国

有企业的自主权，职工工资实行计件绩效分配，并兴办了大集体企业吸纳知识青年就业，同时解禁了个体工

商户允许进行长途贩运，这些政策有效提高了城镇居民收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农业内部和城镇企业

职工劳动效率的提高。二元体制和结构性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与转移推动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生产率提升。

ＧＤＰ 的产出和增长中，轻工业的发展占比较大，消费品的比重较高，社会从生活品匮乏逐渐过渡到解决温饱
问题，这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年，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１ ２９％。居民收入和消费在这一时期仍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农民
进城务工流动的加快及沿海加工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然而，经济发展逐渐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企业资本积

累加速，且效率较高的非国有资本在全社会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中的比例，从 １９９１年的 ５４ ５０％提高至 １９９７年
的 ６３ ２０％。企业分配占 ＧＤＰ 的比例也显著上升，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８ 年平均为 ７ ６６％，上升至 １９９２—１９９７ 年的
３５ ０９％。在市场销售方面，生产资料产品的比例上升，工业化和生产资料的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为强劲
的动力。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１０ ５５％。从结构上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１）加入 ＷＴＯ带来
的外部需求及循环效应。出口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上升，其中民营企业在出口产品生产中占主导地位；港澳台和外
资企业大多集中于制成品生产领域，既扩大了出口，又满足了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这两个方面不仅推动了

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推动了供给侧增长，也促进了投资需求的增加，带动了就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

时急速扩张了出口需求。（２）房地产开发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到
２０００年，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初步小康的转变，进入了满足居民住房需求和加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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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政府通过低补偿征用农村土地，并将其划拨或低价出让给工业招商和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再通过市场价出让土地用于住宅和商业楼宇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及与之相关的金融业增加值快

速增长。

（三）未来改革与增长的仿真展望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和空间，主要来源于改革所释放的体制性剩余生产力和被压抑的高水平居民生

活需求潜力。这一潜力既是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增长奇迹的深层机制，也是中国未来通过进一步改革释放巨大

生产力的来源，从而为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了希望。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其他文献中已有相关论述，这

里不再赘述。基于笔者主持研发的渐进转轨经济供给—分配—需求运算系统 ［（９）式］，对未来 ２０２５—２０３５
年进行的仿真预测表明，如果能够推进大力度的关键领域体制改革，经济增长中位水平可以达到 ５ ５％的
速度。

１ 供给侧改革与增长的仿真估算。

从本文的语境出发，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缩小体制中的 “闸板面积”，通过打破阻碍劳动、资本和土

地等生产要素在输入端及生产环节的流动和配置障碍，使这些剩余要素能够顺畅流动并盘活配置到高效率的

生产场景中，从而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要素的生产率。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打开那些原本禁止交易的土地

和房屋等未定价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市场，使其具备交易性和价格，成为可以交易的资产，一旦发生交易，即

可实现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进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仿真推动关键领域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增长潜力为 ３ ５％，具体贡献分解为：（１）通过创新体制改革及其
他方面的总体改革，激发研发人员的积极性，增加技术发明并加快新技术产业化，促进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由

负转正，贡献经济增长率 ０ ５％；（２）在生产要素市场化方面，落实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户籍、教育、医
疗和居住等改革，以及减少国企职工冗员率的治理改革，能贡献 １％的经济增长率；推动调整国有企业的经济
布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加快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预计贡献 ０ ６％的经济增长率；改革土地计划行
政管理体制，放开土地的一二级交易，盘活体制性剩余土地，提升土地要素的生产率，预计贡献 ０ ４％的经济
增长率；（３）推进土地和房屋的资产化改革，并使其能够定价和交易，货币化和财富化带来的溢值，预计贡
献 １％的经济增长率。

在假定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仿真计算，纯粹的要素投入产出贡献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为 ２％，加上上述关键
体制改革获得动能的模拟，２０２６—２０３５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中位数能够达到 ５ ５％的速度。

２ 收入和需求侧改革与增长的仿真估算。

从供给侧要素和资产市场化改革，其形成的收入流动到分配领域。而收入分配和需求侧的体制改革非常

重要，其核心目标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居民消费支出的能力，扩大民营企业的投资比重，这种改革

将有助于实现收入分配、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同步增长，并通过推动供给侧的改革，形成相互促进、良性平衡

的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分配结构方面，到 ２０３５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ＧＤＰ 中的比重将从 ２０２４年的 ４３％提高至 ４８％；结合
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总占比将从当前的 ４６％提升至 ６０％。与此同时，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将从 ２０２４年的 ３４％下降至 ２９％。这一转变的具体体制改革包括：废除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并将土地出让
金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体制，允许农民的宅基地进入交易市场，农村其他建设用地及农业用地直接进入土地

市场；赋予农民土地的财产权和发展权，使其可以基于土地开展就业、创业和经营，从而增加收入；此外，

还将改革国有经济体制，扩大并促进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在改革需求侧体制方面，推动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民生支出和居民总消费占 ＧＤＰ 的比例，到 ２０３５年分
别从当前的 ３０％、８％和 ３６％提高到 ４５％、２１％和 ６６％。此外，非国有和国有投资在总投资中的占比也将发生
变化，从各自的 ４９ ７％和 ５０％变化至 ７７％和 ２０％。在外部需求方面，逆势扩大对外开放，除了恢复国际直接
投资的比例外，还计划将出口额占 ＧＤＰ 的比例从 １７％恢复至 ２５％。

通过仿真计算，实施分配和消费侧的体制改革，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民生支出的增长将增强消费需求，

预计能贡献 ２ ２７％的经济增长率。同时，民营企业、居民和外资三大投资需求的扩大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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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贡献 ２ ２３％的经济增长率。在进出口方面，未来总出口增长争取保持在 ５％左右的水平，净出口增长年均
保持 ０ ３５％的增长速度，加上自然经济需求侧的 １ ６５％增长率，预计中位数可实现 ５ ５％的经济增长速度。

六、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国情出发，基于经济科学的视角，初步解决了体制因素无法内生化和变量化的难

题。通过这一方法，结合流动实体变量，并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构建了渐进转轨国家体制改革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运算系统。本文中体制不同变动的仿真结果表明：当体制闸板面积缩减且开关变量调整为 １时，
将释放体制性剩余，从而加速未来经济增长；当体制保持不变，即闸板面积不变和开关变量保持为 ０时，未
来经济的变动趋势将表现为要素投入的自然低速增长；而当体制回归计划行政模式，闸板面积扩大，且土地

关闭开关增多时，经济增长将趋向自然低速，并且增长速度将进一步降低。这为准确制定体制改革方案提供

了经济科学的工具和方法论支持。

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是关键。只有集中力量推进标志性的体制改革，采取大力度的转轨措施，才能释

放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体制剩余和巨大潜能，这将决定中国发展的未来命运。中国经济未来能够实现中高速增

长源于体制性剩余生产要素、未资产化土地和居民收入消费提升的空间。通过体制改革，释放这些潜能将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动力。关键是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体制改革，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特别

是通过土地货币化和资产化实现财富溢值。与此同时，增强居民和民营企业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通过体制

性对外开放恢复和提升出口和国际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例，这将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通过改革，预计到
２０３５年，中国有望进入初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项渐进转轨经济计算的数理逻辑体系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肯定存在着许多不完

善的方面，需要广泛的讨论和改进。笔者主持的团队计划进一步进行计量经济因果验证、投入产出、ＣＧＥ结
构传导和 ＤＳＧＥ内生变动对稳态冲击等方面的深入和扩展研究，以形成更多的方法、更多的功能以及更加体
系化的渐进转轨经济数理、计量、均衡和增长等经济学研究进展和成果。

（责任编辑：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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